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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迁移对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及区域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杭州市 544家制造业

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杭州市内企业县际迁移、同一区(县、市)内部企业跨乡镇街道迁移特征,进一步剖析企业迁移

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企业迁移绩效进行评价,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杭州市西湖区、江干区等近

郊区是制造业企业主要的净迁出地,主要迁往余杭区和萧山区等远郊区。②余杭区、萧山区及江干区等区域内部企

业迁移活动频繁,中心城区内企业迁移相对不活跃。县区内企业迁移具有有序性,呈现出扩散与再集聚并存的特征。

③迁移企业具有规模衰减性,迁移企业数随企业规模等级的增加而递减,半数以上迁移企业的总资产位于 107.0～

2262.7 万元之间。④制造业企业迁出和迁入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开发区和高速公路建设对企业总体兼具虹吸效应

和挤出效应。⑤对于总体样本及同县区内跨乡镇街道迁移样本而言,迁移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但跨区(县、市)迁移

企业的绩效与对照企业无显著差异,在采用不同绩效指标、差异化的匹配方法计算后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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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德、日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提出“先进制造国家战略”、“工业 4.0计划”、

“再兴战略”等“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抢占新一轮产业制高点。与此同时,一些迅速崛

起的新兴经济体利用其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挤压。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

造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及成本等多重约束,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优势、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1]。为应对发达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推进我国制造强国建设进程,2015 年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 战略”,在新的高度和视角重

新认识了制造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
[2]
。2005 年以来,杭州市高度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确定了“服务业优先”发展

战略,把现代服务业打造成首位经济。至 2009 年,杭州市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业成为杭州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为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杭州市提出了“退二进三”、“退二优二”、“优二兴三”等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伴随着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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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杭州市企业迁移越发活跃。企业迁移是企业改变市场地位和应对消费者偏好、环境规制、技术进步的可

行途径[3],对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空间重构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4-5]。 

近年来,与企业迁移有关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内容涉及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动因、绩效及区域效应等方面:(1)企业迁移

的理论基础。如白玫基于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决策行为理论及新制度理论对企业迁移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6]。史进等探讨了新

古典框架、行为框架、制度框架及演化框架 4个理论框架下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7]。(2)企业迁移的动因。McLaughlin等开启了

企业迁移研究的先河,其在《产业为什么向南方转移》一书中对美国制造企业由东北部向东南部迁移的现象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指出东北部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间竞争激烈是企业迁移的重要推力,东南部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竞争不激烈及日益扩大的市

场需求等特点对企业迁入具有吸引作用[8]。刘怀德等认为成本最小化、资源充裕化及产业集群化等因素是企业迁移的动因[9]。杨

菊萍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116家企业的迁移动因进行识别,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迁移的动因主要包括政策、经济、战略以及情感等

四方面,且不同动因的重要性因迁移年份、主体和迁移范围而异[10]。梁育填等以广东东莞为例,发现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主要受

要素成本、环境管制、区域依赖性和地方政府博弈等因素的影响,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迁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产业基础、区域创

新要素、产业政策和区域软环境等[11]。(3)企业迁移的绩效。Alli 等以 112 家总部迁移的上市公司为例,发现迁移企业的绩效显

著低于同行业未迁移企业[12]。Gregory 等的研究表明迁移企业的绩效与对照企业无显著差异,但不同迁移距离与迁移动机的企业

绩效存在差异
[13]

。潘峰华等通过对比企业迁移前后的绩效差异,发现企业总部迁移之后,企业经营绩效并没有得到显著增长
[14]

。

杨菊萍等基于独立样本 T检验方法发现迁移集群企业的利润率、雇员人数增长率均明显优于未迁移的集群企业[15]。(4)企业迁移

的区域效应。梁育填等发现企业迁移有利于区域产业升级、国土空间结构优化[11]。朱华晟等指出企业迁移短期内会导致迁出地

产业空洞化,对迁入地的市场结构、创新环境及集群效应等也会产生重大影响[16]。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等方面,仅有少数研究涉及中国上市公司总部[17-18]、兰州等西部大

城市
[19]

制造业企业的迁移特征及模式。从迁移类型来看,已有研究多以企业(总部)跨省(市)迁移和省内城市间迁移等作为分析对

象,囿于微观数据的可获取性,鲜有研究关注城市内部企业跨区(县、市)以及同一区(县、市)内部企业跨乡镇街道迁移现象。为

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以杭州市 544 家制造业企业为例,首先剖析企业的迁移特征,继而对企业迁移的动力机制进行探究,最后基

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企业的迁移绩效加以分析。研究将进一步完善企业迁移相关成果,并为杭州市制定新一轮产业发展及城市

总体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根据《杭州市志》《杭州市地名志》等相关资料得知,2013年杭州市下辖 8个区(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

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3个县级市(建德市、富阳市、临安市)和 2个县(桐庐县、淳安县)。设 85个街道办事处,82个建制

镇,23个建制乡(含 1个畲族民族乡),共 190个乡镇街道。 

1.2数据来源 

以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4—2013年统计的杭州市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所属行业代码为 C13～C41,不包含 C38,2004、2013年登记的企业数分别为 7458家、5786家。对研究期间存在两年以上(含两年)

企业的地址变更情况与该企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面的“住所(营业场所、地址)变更记录”进行一一比对,若二者完

全一致则认定企业发生了迁移,并结合企业官网、百度地图、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企业迁址公告、杭州市搬迁企业名单、天眼

查、企查查、启信宝等渠道进行辅助判断。最终识别出迁移企业 544家,其中 268家为杭州市内部跨区(县、市)迁移,276家为同

一区(县、市)内部跨乡镇街道迁移。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相关企业信息变更存在时

滞性,但不影响企业迁移与否的定性判断,查询时间截止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此外,杭州市制造业企业同样存在跨市迁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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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街道内部迁移等情形,囿于数据的局限,文中不作考虑。结合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名称等多维度信息对同一家企业进行识

别,部分组织机构代码缺失的企业通过查询全国组织机构信息核查系统获取。不考虑企业设立分厂、研发机构或总部等情形,因

而就内涵而言,文中所涉及的迁移范畴仅限于企业整体搬迁或总部迁移。少数企业地址发生多次变更,为简洁起见,不考虑中间变

更环节。区域属性数据来源于《杭州市志》《杭州市地名志》《杭州交通年鉴》、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及浙江政务服务网站。 

2 杭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 

2.1制造业迁移企业的区位特征 

2.1.1制造业企业区(县、市)之间迁移 

参照冯健、黄江等的划分方法[20-21],将杭州市划分为中心区(含上城区、下城区)、近郊区(含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滨江

区)和远郊区(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市、临安市、桐庐县、建德市和淳安县)三大区域,计算得到杭州市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

区制造业企业的迁移情况,结果见表 1。可以发现,近郊区是制造业企业的主要迁出地,净迁出企业多达 102 家,迁出迁入比为

2.21。中心区有 63 家企业迁出,仅 4 家企业迁入,迁出迁入比为 15.75,远高于近郊区和远郊区,说明中心区的制造业企业以迁出

为主。而远郊区是制造业迁移企业的主要接收地,净迁入企业达到 161家,远高于中心区和近郊区。 

表 1杭州市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制造业企业迁移情况 

 迁出 比重/% 迁入 比重/% 净迁出 迁出迁入比 

中心区 63 23.51 4 1.49 59 15.75 

近郊区 186 69.40 84 31.34 102 2.21 

远郊区 19 7.09 180 67.16 -161 0.11 

 

从各区(县、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情况(表 2)来看,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及下城区等区域是制造业企业主要的迁出地,企业

迁出比例合占样本总数的 82.84%,其中西湖区的迁出迁入比远大于其余地区,建德市、淳安县的迁出企业数居于末位。余杭区是

制造业企业的主要迁入地,迁入企业数量为 97 家,萧山区次之,迁入企业 33 家,江干区较为活跃,不仅为主要的迁出地,同时伴随

着大量企业迁入,迁入企业数为 28家,仅次于余杭区和萧山区。西湖区和下城区企业迁入数相对较少,分别为 9家和 4家,仅高于

建德市、淳安县及上城区。此外,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下城区及上城区 5 个地区均为净迁出区域,净迁出企业均不低于 15

家,而余杭区、萧山区及临安市等地区的企业迁入数远大于迁出数,迁出迁入比均不及 0.2。上城区对外来企业表现出较强的“排

他性”,迁出企业 15家,迁入企业为 0。 

从迁移来源来看,余杭区是西湖区迁出企业的主要接收地,有 27家企业迁入,其次为滨江区,迁入企业共 19家,拱墅区和江干

区各迁入 6 家。迁出企业数位居第二、三位的地区依次为江干区(55 家)和拱墅区(49 家),可以发现余杭区也是上述两个区域迁

出企业的首选地,接纳的企业数分别为 27 家、26 家,其吸收数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江干区迁出企业遍布余杭区、萧山区等 10

个区(县、市),而滨江区的迁出企业主要集中于与其毗邻的萧山区。余杭区是企业的主要迁入地,迁入企业主要来源于与其邻近

的拱墅区、江干区以及西湖区。萧山区企业迁入数次之,吸引了 33 家企业迁入,迁入企业主要来源于滨江区和江干区,以上两地

迁入企业数占萧山区总迁入数的一半以上。江干区企业迁入数仅次于余杭区和萧山区,迁入企业也主要来自于与其邻近的下城区

和拱墅区两地。而滨江区总迁入企业数为 26家,其中有 19家来源于西湖区。 



 

 4 

 

图 1杭州市制造业企业区(县、市)间迁移路径 

注:重点乡镇为跨区县迁入排名前十位的建制镇和街道,依次为青山湖街道、良渚街道、白杨街道、浦沿街道、祥符街道、

仓前街道、东洲街道、长河街道、临江街道和塘栖镇。高速公路数据截止至 2013年,下同。 

表 2杭州市各区(县、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情况 

 迁出 比重/% 迁入 比重/% 净迁出 迁出迁入比 

西湖区 70 26.12 9 3.36 61 7.78 

江干区 55 20.52 28 10.45 27 1.96 

拱墅区 49 18.28 21 7.84 28 2.33 

下城区 48 17.91 4 1.49 44 12 

上城区 15 5.60 0 0.00 15 - 

余杭区 12 4.48 97 36.19 -85 0.12 

滨江区 12 4.48 26 9.70 -14 0.46 

富阳市 2 0.75 13 4.85 -11 0.15 

萧山区 3 1.12 33 12.31 -30 0.09 

临安市 2 0.75 23 8.58 -21 0.09 

桐庐县 0 0.00 11 4.10 -11 0 

建德市 0 0.00 2 0.75 -2 0 

淳安县 0 0.00 1 0.37 -1 0 

合计 268 100 268 100 - - 

 

2.1.2制造业企业同一区(县、市)内部跨乡镇街道迁移 

进一步汇总得到杭州市制造业企业同一区(县、市)内部企业迁移情况,限于篇幅,各乡镇街道之间的企业迁移数不再一一列

举。值得说明的是,企业迁移不考虑行政区划调整的作用,如 2007年原上甘街道、玲珑街道卦畈村和锦城街道兰锦村、市坞村组

建成锦南街道,2007 年之后企业地址由玲珑街道卦畈村变更为锦南街道卦畈村,就乡镇街道层面而言不认为其发生了迁移。乡镇

街道的名称变更不考虑 2013 年之后的情况,如 2014 年江干区彭埠镇、九堡镇、笕桥镇及丁桥镇分别撤镇设街道,统计计算仍以

历史名称为准。由计算结果可知,余杭区、萧山区及江干区等区域不仅是迁移企业的主要接纳地,区域内部企业迁移活动也较为

频繁,迁移企业数分别为 62、39和 32家,而中心区(上城区、下城区)内部企业迁移则相对不活跃,迁移企业分别为 4家和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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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文可知,跨区(县、市)迁出是杭州市主城区制造业企业迁移的主要特点,其对该区域外部企业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区域

内部企业也缺乏地理流动性。 

此外,杭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呈现出扩散与再集聚并存的特征,表现为企业从主要的迁出地迁出(扩散),再集中迁往少数几

个地区(再集聚)。具体而言,余杭区内部乔司镇、良渚镇是主要的迁出地,迁出企业数合占总数的 1/3,较之其他地区,瓶窑镇、运

河街道、仁和街道等区域企业迁入较多。从迁移方向来看,仅瓶窑镇与径山镇、良渚街道与仁和街道、崇贤街道与塘栖镇、余杭

街道与仓前街道存在双向迁移情形,其余均为单向迁移。萧山区由宁围镇迁往其他建制镇和街道的企业共 10家,其迁出企业数远

高于其他迁出地,临江街道和进化镇为主要的迁入地,迁入企业分别为 7 家和 6 家。此外,可以发现不同于余杭区,萧山区街道与

建制镇、街道与街道之间仅具有单向迁移关系,且迁移数量较少,迁移企业均不超过 2 家。江干区主要的迁出地包括彭埠镇、下

沙街道等,九堡镇和白杨街道是迁移企业的主要吸收地,吸收企业数分别为 11家和 10家,其中迁入九堡镇的企业绝大部分来源于

彭埠镇,迁入白杨街道的企业主要来源于下沙街道。临安市跨建制镇和街道迁移的企业共 31家,其中由锦城街道迁出的企业多达

25 家,主要迁往锦南街道、玲珑街道及太湖源镇等地区。且企业的迁移行为主要发生在街道与街道之间,由建制镇迁往街道以及

建制镇与建制镇之间的平行迁移尚不多见。富阳市内部迁移企业共 28家,其中由富春街道迁出的企业约占半数,东洲街道和银湖

街道是主要迁入地。西湖区翠苑街道和留下街道的迁出企业合计 16家,约占西湖区总迁移数的 60%,三墩镇的迁入企业达到 14家,

企业接收数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有 6家来源于留下街道,4家来自于翠苑街道,古荡街道 2家,文新街道和西溪街道各 1家。不同

于其他区(县、市)的是,建德市企业的迁移行为除发生在街道与街道、街道与镇、镇与镇外,镇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迁移,如乾潭

镇和三都镇各有 1家企业迁往钦堂乡。拱墅区的 18家迁移企业主要迁往康桥街道(8家)和祥符街道(7家),拱宸桥街道、上塘街

道及小河街道各迁入 1 家。而相比其他地区,滨江区、桐庐县及淳安县内部的企业迁移并不常见,前两个地区的迁移企业均为 6

家,而淳安县仅有 1家。 

 

图 2杭州市制造业企业在同一区(县、市)内跨乡镇街道迁移路径 

注:重点乡镇为同一区县迁入排名前十位的建制镇和街道,依次为三墩镇、九堡镇、白杨街道、锦南街道、康桥街道、瓶窑

镇、临江街道、玲珑街道、祥符街道及运河街道。 

表 3杭州市制造业迁移企业的规模分布 

级别 总资产（万元） 企业数（个） 比重（％）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企业数（个） 比重（％） 

1 107.0～2262.7 353 64.89 391.5～2914.1 374 68.75 

2 2334.9～6679.1 96 17.65 2946.9～7055.7 81 14.89 

3 6771.3～13287.1 37 6.80 7312.6～12658.8 32 5.88 

4 13917.1～26421.7 29 5.33 12895.8～22081.6 27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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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7287.9～48828.8 18 3.31 22754.0～37584.5 12 2.21 

6 60998.8～76886.4 4 0.74 41641.4～71193.3 8 1.47 

7 96892.1～116785.0 4 0.74 88572.0～139323.6 6 1.10 

8 201082.6～363288.7 3 0.55 194013.3～236229.5 4 0.74 

合计  544 100  544 100 

 

2.2迁移企业的规模特征 

进一步地,为揭示杭州市制造业迁移企业的规模特征,借助 ArcGIS10.1软件中的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将企业规模划分为 8个等

级,汇总得到对应规模区间的企业数,结果见表 3。对企业规模的衡量,通常采用劳动力人数、资产总额等要素投入指标或工业总

产值、销售收入和主营业务收入等产出指标,也有研究[22]出于结论稳健性考虑,综合使用多项指标表征企业规模。遵循数据可得

性及指标连续性等原则,本文采用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两项指标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值得说明的是,同一企业在不同年

份的规模存在差异,以企业初始年份的数据为依据。 

由计算结果可知,杭州市制造业迁移企业具有规模衰减性,随着企业规模等级的增加,迁移企业数整体上呈递减趋势。小规模

企业占总迁移企业的绝大多数,大规模企业仅占很小比例,企业规模与迁移企业数量之间表现出“金字塔”型结构,这与 Dijk 等

“小企业具有较高的迁移倾向”的研究结论相吻合[23]。其原因可能在于,小企业迁移较为灵活,迁移成本相对较低,对新环境具有

较强的适应性,而大企业考虑到根植性和迁移成本等因素,迁移意愿较弱。具体来看,以总资产为例,属于第 1 级别也即资产在

107.0～2262.7 万元之间的企业数最多,共 353 家,占样本总数的 64.89%,远高于其他规模区间企业所占比重。第 2 级别包含 96

家企业,占比为 17.65%,第 6、7、8级别企业所占比例均不及 1%。同理,以主营业务收入表示的企业规模等级越高,迁移企业数量

也呈阶梯式递减态势。主营业务收入位于 391.5～2914.1万元之间的企业共 374 家,占比高达 68.75%,为第 2 级别企业数的 4 倍

之多,而第 8级别企业占比不足 1%。 

3 杭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动力机制 

3.1变量选取 

综合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既有文献及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主要考察传统区位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对杭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

的影响,主要包括“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开发区建设、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区位通达性及与市中心的地理邻近性等变

量。 

“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近年来,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功能完善,杭州市提出在市区实施“退二进三”等产业

结构调整战略,大批腾退主城区的工厂,为第三产业发展营造空间。为保障市区工业企业顺利搬迁,相继出台《杭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市区范围内市属工业企业搬迁的若干意见》(杭政办[2002]32号)、《杭州市市区范围内市属工业企业搬迁实施细则》《杭

州市工业企业搬迁专项资金管理补充办法》等文件,对企业搬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企业原址土地收购和出让等予以明确规定。

为考察“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企业迁移的影响,设置虚拟变量 X1,若研究单元位于上城区或下城区则设为 1,其余为 0。 

开发区建设:工业集中区是政府优化制造业布局的重要方式[5],为了优化工业布局、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政府会引导一些企业

迁入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企业向开发区、工业园区集中可以享受基础设施、政策等红利,如《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区范

围内市属工业企业搬迁的若干意见》规定各相关园区应先提供低价土地给企业。为考察开发区建设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设置

虚拟变量 X2,若研究单元有市级以上的开发区则设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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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为了加强土地管理,1997 年杭州市修正《杭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办法》,2003 年通过和

施行《杭州市土地管理规定》,对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及改变用途做出明确规定。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增加

了企业的用地成本,迫使中心城区一些占地面积大、土地产出效率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外迁。为考察用地成本对企业迁移的影响,

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参照吕卫国等的做法[5],将同等比例尺的杭州市乡镇街道矢量图与 2004 年《杭州市区基准地价

图》叠合,获取市区各研究单元的地价等级,存在多级别地价的研究单元取最高等级。2004年基准地价图中市区土地级别共 12等

级,将西湖风景区土地级别(5 个等级)按综合用地地价嵌入市区土地级别,最终得到 17 个地价等级。非市区地价按照以下标准定

级:区县政府所在地的街道和建制镇,其土地价格与余杭区核心地段最高级别地价等同,其余地区均赋值 18,变量以 X3表示。 

除上述制度因素外,主要考察区位通达性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到市中心的距离以及到机场的距

离三个变量来衡量。高速公路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增强了要素的流动性,降低了运输的时间成本。以高速公路路网密

度(X4)来表示高速公路对企业迁移的作用,高速公路路网密度为研究单元内高速公路长度与总面积的比值。 

距离城市中心越近,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服务更为完善,设置变量 X5,以研究单元街道办事处与市中心武林广场的距离表示。同

时引入运输距离反映交通成本,出于简便起见,本文仅采用各研究单元街道办事处到杭州萧山机场的距离(X6)进行表示。此外,为

获取科技人才资源,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布局上可能会倾向于临近高等院校,设置变量 X7,若研究单元有高等院校,

则赋值为 1,否则设为 0。 

3.2研究方法 

考虑到因变量的统计特征,本研究采用计数模型对杭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计数模型中以泊松回归、负

二项回归较为常用。其中泊松回归需满足因变量期望与方差相等这一前提,当因变量方差明显大于期望时,用泊松回归模型可能

会低估标准差的大小[24],在此情形下,则需采用负二项回归。结合 LR检验方法对泊松回归或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选择。 

3.3计量结果分析 

以乡镇街道为研究单元,模型 1、模型 2 分别以各乡镇街道的制造业企业迁出数和迁入数为因变量,将各单元跨县区迁出(迁

入)和同县区内部跨乡镇街道迁出(迁入)两种情形下的企业数进行汇总。考虑到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作为参照,并根据沈能等[25]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行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

型、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四种类型。各类别迁移企业数依次为 305、144、83和 12家,主要考虑前三类。企业所属行业根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登记的行业代码及企业的主营产品等多维度信息进行识别,对于行业属性变更了的企业而言,按原属行业归

类。通过考察因变量的统计特征,发现制造业总体及分行业样本下样本方差远高于均值,计数资料呈现超离散特征,不满足泊松回

归因变量期望与方差相等的前提假设,因而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LR 检验均拒绝“alpha=0”的原假设(对应于泊松回

归)。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否有市级以上的开发区(X2)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X4)等变量在研究期间存在略微变化,上述指标分别

按照 2013、2004 年及上述两个年份的交集三种情形进行赋值,不同情形下模型中对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及回归系数正负情况基

本一致,限于篇幅,本文仅报告了第一种情形下的估计结果。制造业总体及分行业样本下负二项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4,可以发现影

响制造业企业迁入和迁出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开发区建设对企业迁入和迁出均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具体来看,总体样本中,地价是杭州市制造业企业迁出的重要推力,其作用系数约为-0.22,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地价级别

增加一级,企业迁出数约增加 22%,地价等级越低(地价越高)的地区迁出的企业也越多,说明出于成本节约考虑,制造业企业倾向

于迁往地价相对较低的地区。开发区建设对企业迁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开发区建设对企业

具有一定的挤出作用,包群等的研究也发现开发区建设对周边地区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26]。其原因可能在于,开发区具有溢出效

应,特定的区域和行业承载的企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企业之间互相挤占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开发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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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供需矛盾会引致成本上升,从而对产业造成挤压。高速公路建设同样对企业迁出影响显著,究其原因,高速公路提升了城市

的可达性,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土地等资源升值,从而增加企业的用地成本。其次,高速公路建设对沿线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

有助于企业的集聚与再扩散,为企业迁出提供了便利。变量 X5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表示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

距离市中心越近的地区企业迁出也越多,但其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变量 X7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有高等院校对制造业企业具有挤

出作用。 

模型2中,变量X1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受“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杭州市制造业企业

主要迁往近郊区和远郊区,这与前文的描述性分析相符合。变量 X2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开发区对迁移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作用,

企业向开发区、工业园区迁移可以享受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及服务。有意思的发现是,与模型 1 中的结

论相一致,制造业总体样本下,开发区建设同样对企业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开发区对迁移企业具有“虹吸效应”。由此

可知开发区建设是把“双刃剑”,既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强烈的吸引作用,同时也存在“挤出效应”。变量 X3的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说明相对其他因素而言,地价不是影响制造业企业迁入的主要因素。变量 X4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接近高速公路也是吸引企

业迁入的重要影响因素。高速公路建设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成本,增强了地区间的可达性。变量 X5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1%的显著

性检验,说明为享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制造业企业往往会靠近市中心布局。且总体而言,临近高等院校对制造业企

业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其他因素,X2的作用系数最大,表明开发区建设是影响制造业企业迁入的主导因素。 

分行业样本中,“退二进三”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迁出和迁入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技术密集型和

资源密集型企业无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受政策的影响,主城区对迁移企业具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劳动密集型企业主

要由主城区迁往郊区,另一方面,城区劳动力资源较为集中,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成为抑制企业迁出的阻力。与

总体样本类似,开发区建设对各类型制造业企业迁出和迁入影响显著,说明开发区对各类制造业企业兼具“虹吸效应”和“挤出

效应”。地价对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迁出的影响为负,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用地成本是影响企业迁出

的重要因素,但其对资源密集型企业无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资源密集型企业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企业空间布局呈现出明显

的路径依赖,而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高速公路吸引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入,同时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存

在挤出效应。不同于其他因素,临近市中心对各类制造业企业均具有显著的影响,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距离市中心越近,迁入

企业也越多,说明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对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均具有吸引作用。临近高等院校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正向影

响远大于其他类型,表明丰富的智力资源、良好的创新氛围有利于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而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企业

无显著影响,原因在于这两类企业对科技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但同时临近高等院校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具有挤出效应,说明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技术密集型企业优胜劣汰,一部分竞争能力较弱的企业被挤出。 

4 杭州市制造业企业的迁移绩效 

由于只能观测到企业迁移后的绩效,无法得知相同基础条件下(企业规模、年龄、资本密集度等)企业迁移前的绩效情况,因

为后者是反事实的,为剥离出企业迁移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避免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基于反事实因果分析框架,采用倾向

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解决这一问题。其具体思路为,首先运用二元选择模型(Probit 模型)根据匹配

变量估计企业进行迁移的总体概率,计算各个企业进行迁移的倾向得分值(PS 值);再基于配对方法为处理组企业在备选参照组中

选择合适的参照组企业,也即为发生了迁移的制造业企业找寻最为接近的未迁移企业作为匹配对象。处理组为 2004—2013 年进

行了迁移的企业,备选参照组为 2004—2013年未迁移的企业,选取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年龄、盈利能力、融资环境及工资率

等作为匹配变量进行基期匹配,变量定义见表 5。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综合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及半径匹配等匹配方法进行

计算。为评判匹配质量的好坏,进一步对匹配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若迁移企业(处理组)和匹配后的未迁移企业(参照组)各匹配

变量的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表示匹配效果较好。出于基期匹配考虑,此部分以 2004—2013 年连续存在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处理组 162家,跨区(县、市)企业与同一区(县、市)内跨乡镇街道迁移的企业各占 81家,备选参照组包含 434家企业。考虑

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及结论的稳健性,以销售利润率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同时参照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公布实施的《中

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中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选取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一表征企业盈利状况的修正指标。其中销售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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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利润总额/营业收入×100%,成本费用利润率(rpc)=(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式中,成本费用总额=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经营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绩效采用 2013年数据计算,对除虚拟变量以外的变量以对数形

式表示,计算结果见表 6。 

表 4负二项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制造业总体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X1 -0.386 -0.894* -0.102 -0.631 -1.179** -1.168* -0.566 -14.227 

 (-1.11) (-1.89) (-0.25) (-1.15) (-2.42) (-1.72) (-1.00) (-0.02) 

X2 1.337*** 1.256*** 1.431*** 1.152*** 1.259*** 1.645*** 0.682** 1.237*** 

 (5.80) (6.25) (4.72) (4.54) (3.99) (5.89) (2.19) (3.56) 

X3 -0.218*** 0.029 -0.244*** 0.057 -0.227*** -0.038 -0.071 0.062 

 (-6.18) (0.94) (-5.20) (1.46) (-4.70) (-0.95) (-1.47) (1.16) 

X4 0.010*** 0.012*** 0.007 0.009** 0.013*** 0.010*** 0.011** 0.002 

 (2.65) (2.90) (1.52) (1.98) (2.95) (2.81) (2.40) (0.27) 

X5 -0.021** -0.028*** -0.025** -0.033*** -0.019 -0.029*** -0.019 -0.027** 

 (-2.44) (-3.43) (-2.16) (-3.20) (-1.58) (-2.85) (-1.49) (-1.99) 

X6 0.015* 0.009 0.016 0.006 0.014 0.014 0.007 0.009 

 (1.88) (1.19) (1.60) (0.71) (1.36) (1.59) (0.61) (0.76) 

X7 0.610** 0.626*** 0.802*** 0.995*** 0.185 0.004 0.511 0.239 

 (2.47) (2.63) (2.70) (3.57) (0.61) (0.02) (1.56) (0.59) 

CONS 2.53*** 0.166 2.053*** -0.586 1.426*** -0.632 -0.252 -1.837*** 

 (6.83) (0.43) (4.46) (-1.27) (3.07) (-1.38) (-0.48) (-2.71) 

样本数 190 190 190 190 190 190 190 190 

α 0.850 0.805 1.088 1.042 0.826 0.422 0.599 1.162 

LR stat 243.04*** 169.21*** 162.55*** 110.64*** 31.44*** 10.51*** 8.75*** 16.06***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z值。模型 1、2分别以各研究单元制造业企业迁出数和迁

入数为因变量。 

表 5变量定义表 

变量 符号 变量描述 

销售利润率 ros （利润总额/营业收入＞×100% 

成本费用利润率 rpc 
（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其中，成本费用总额二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力口+经营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资本密集度 k/l 实收资本/从业人数 

企业规模 size 资产合计 

工资率 wage 应付职工薪酬/从业人数 

企业年龄 age 数据统计当年年份-企业成立年份 

融资环境 ie 有利息支出，设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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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Prof 利润总额 

 

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以最近邻匹配为例,各匹配变量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显著小于 20%,由 t 检验相伴概率的 p

值可知,匹配后迁移企业与未迁移企业在匹配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表明匹配效果较佳,研究结论具备可信性。由倾向得

分匹配的处理效应的计算结果可知,总体样本中,无论是以销售利润率还是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代理指标,最近

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的结果一致表明,匹配后平均处理效应(ATT)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 0,表明经历了迁移的制造业

企业经营绩效显著高于与其最为接近的未迁移的参照组企业,即企业迁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这与杨菊萍的研究结论[15]

较为接近。与总体样本相似,跨乡镇街道迁移企业分样本中,匹配后迁移企业的经营绩效也优于未迁移企业,且 T检验值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而不同于总体样本和跨乡镇街道迁移企业样本,跨区(县、市)迁移企业经营绩效也高于未迁移企业,但二者的

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由此说明对跨区(县、市)企业而言,迁移行为并不能显著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在采用不同绩效指标、差

异化的匹配方法计算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其原因可能在于,相比跨乡镇街道迁移,企业跨县区迁移的距离相对较远,迁移的显性

成本和隐性成本较高。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杭州市 544 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迁移企业的区位、规模特征,进一步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企业迁移的

影响机制,最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企业迁移的绩效进行评价,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杭州市企业跨区(县、市)迁移情况来看,三大区域(中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中,近郊区为制造业企业主要的净迁出地,

远郊区以迁入为主。西湖区、江干区、拱墅区及下城区等地区企业迁出数量最多,余杭区和萧山区是制造业企业的主要迁入地,

上城区对外来制造业企业具有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制造业企业同一区(县、市)内跨乡镇街道迁移特征表明,余杭区、萧山区及

江干区等区域内部企业迁移活动频繁,中心城区内部企业迁移则相对不活跃,主要为跨县区迁出。县区内部企业迁移具有有序性,

呈现出扩散与再集聚并存的特征。(2)杭州市制造业迁移企业具有规模衰减性,企业规模与迁移企业数二者之间呈现出“金字

塔”型结构,迁移企业数随企业规模等级的增加而递减,小规模企业占绝大多数,大规模企业仅占很小比例,约 2/3 的迁移企业总

资产均位于 107.0～2262.7 万元之间。(3)总体样本下,开发区和高速公路建设、与市中心的距离以及临近高等院校对企业迁入

和迁出影响显著。不同行业企业迁移的影响机制存在异质性,开发区建设对各类别企业迁入和迁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临近高

等院校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迁入的吸引作用较强。(4)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表明,企业迁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总体样

本中,迁移企业的经营绩效显著优于匹配后的未迁移企业,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同区(县、市)内跨乡镇街道迁移的企业,但跨区

(县、市)迁移企业与未迁移企业的经营绩效差异不显著。在采用不同绩效指标以及匹配方法计算后结论依然成立。根据以上结

论,本文建议如下: 

表 6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最近邻匹配) 

匹配变量 
均值 

- 标准偏差（％） 标准偏差减少（%） t  p>|t| 
处理组 对照组 

资本密集度 3.97810 4.09140 -8.7 43.7 -0.83 0.408 

企业规模 10.1460 10.29700 -10.6 -72.8 -1.01 0.311 

工资率 2.64570 2.64530 0.1 99.5 0.01 0.994 

企业年龄 1.57030 1.60010 -3.1 37.6 -0.29 0.769 

融资环境 0.91304 0.91925 -2.2 -80.5 -0.20 0.841 

盈利能力 5.48160 6.02290 -11.3 -111.5 -111.50 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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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市的发展定位,以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指导,以层级分工、优势互补为原则,制定杭州市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

根据企业搬迁的难易程度、积极性等制定企业搬迁补偿和奖励“弹性”标准,加大企业搬迁扶持力度。企业作为搬迁工作的主体,

应当树立整体和大局意识,积极响应政府产业发展规划。对于行业中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而言,应发挥其对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带动同行业相关配套企业联合搬迁,实现集聚效应。中小规模企业应充分关注行业发展动态,

联合其他相关企业进行整体搬迁,形成规模效应。 

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制度。GDP政绩观以及地方政府一味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对企业迁移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建议

进一步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观念,以大局为重,积极促进本地优势产业向其他地区有序转移,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进程。同时,对地方

政府应完善绩效考核指标和体系,把地方对推进产业转移及生态环境治理的贡献等纳入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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